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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2012年4月13日，河北
农民郑艳良锯下自己右腿那
一刻，并没想过这样做会给
自己带来什么，只是觉得自
己活得不像个人。他的举动
引来全国媒体关注，虽失双
腿，但他不用等死了，各界捐
款、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
靠。他怕自己的事降温：降
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
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10月21日《新京报》）

没有了右腿的郑艳良
无疑是不幸的：突发恶疾，
无钱医治，更要命的是，还
被医院直接宣告“活不了几
个月”。当他决定用一把钢
锯和一把水果刀锯掉自己
的右腿时，显然是“死马当
活马医”的无奈，更是对抗
命运不济的“自我决断”。
如今看来，他又是幸运的，
锯掉右腿不仅让他活了下
来，而且来自“各界捐款和
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
靠，让他在“大多数时候，脸
上挂着笑容”。

命运窘迫—媒体曝光—
社会捐助—政府协助—命
运逆转，郑艳良的命运逆
转，可以说是一种不算新颖
的弱者逆转模式了。因为
媒体的报道关注，能改变多
少人的命运，揆诸报端，不
难寻见。其实，即便是在高
度发达的社会，有富人就必
定有穷人，就必有穷困潦倒

者，更遑论在我们这个正处
于社会分化激烈、贫富差距
加大的转型期社会。于是，
权利救济在正常的现代社
会，便一定是一个司空见惯
的社会规定动作，这中间既
包括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
济，也包括来自民间力量的
权利救济，而制度渠道内的
权利救济，无疑是最受期待
和最有力量的。

回到郑艳良锯腿这件
事上，选择锯腿，正是因为
在制度渠道内的权利救济
的失助。当“免于贫困的权
利”还是社会发展和转型中
的良好期待时，“免于因贫
而无活路”，应该是权利救
济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担
当。然后在寻求制度救济
的途径中，郑艳良显然是遭
遇了来自制度和人为的设
阻，不仅在经济救济上处处
碰壁，在就医过程中，遭遇
的要么是宣判死亡的“威
胁”，要么便是天文手术费
的“要挟”。一个直接的质
疑是，靠自己锯腿都能存活
下来的病情，为何在医生那
里换来的就是“死亡宣判
书”呢？所有的难堪和无
奈，让郑艳良最终被“命运
不济”所打败，选择了悲情
的“锯腿疗伤”，从头到尾，
都看不到“割股疗伤”时代
所有的气概和豪情。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

郑艳良不断地感谢媒体和
社会，但却对媒体意欲帮助
其他陷入困境的村民表现
出强烈的排斥。其实这些
都是很好理解的，因曝光所
带来的转机，成了他曾经万
万不敢想的依靠，也是他现
在死守的救命稻草。有多
少偏执地占为己有，就有多
少的“曾经悲苦”。但是，即
便是再轰轰烈烈的民间救
助，这毕竟是来自新闻关注
下所掀起的人道主义关怀，
不能持久也不能唯新。有
着切肤之痛的郑艳良，显然
是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才
会道出那句“降温就意味再
等死”的感慨。

可以说，郑艳良们陷入
的困境，恰如鲁迅笔下的

“无物之阵”。弱势如他们，
所最能倚赖的应该是制度
渠道内的权利救济，像郑艳
良这样的大病患者，是对国
家大病救济政策最强烈的
渴盼者。虽然低水平、广覆
盖的农村医疗保障，固然是
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大病救
济的政策设计，应该成为权
利 救 济 中 不 可 停 顿 的 动
向。当郑艳良们能够从制
度救济中找寻到希望，人心
温暖自不待言，正如“靠制
度打动人心，靠制度温暖众
生，只有制度救济的真正崛
起才能让岁月静好、生命高
贵”。□高亚洲

■个论

“降温就意味再等死”的权利救济困境
■街谈

北京市将对中高考进行改革，
高考方面，即将出台的北京市 2014
年高考方案中最大的变化来自英语
科目。北京高考英语科目分值将下
调，并逐步向一年两次社会化考试
过渡。中考方面，语文科目分值将
上调，英语科目分值将下降。（相关
报道见今日本报A04版）

北京市此次中高考改革所表现
的去英语、重汉语思路，无疑是对一
直以来社会各界对“过度英语”“全民
英语”教育大声疾呼的顺应。有调查
显示，我国学生花了长达12年时间
学习英语，却只有5%的学生能做到
用英语无障碍交流。相关人士直言：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把
外国语言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某
门户网站一项调查更显示：91.0%网
友完全赞成取消高考英语考试……

有网友欢呼：“流行”几十年的
英语或将从此走下“神坛”。付诸现
实不难发现，如此过早断言，恐仍是
个过于乐观的预期。因为，在中高
考指挥棒仍在发挥效用的情况下，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仍会延
续。即便是高考英语从150分下调
到100分，中考英语将由120分下降
至100分——如何穷尽一切手段取
得更高的分数，在激烈的中高考竞
争中脱颖而出，仍是学生、家长、教
师和学校“孜孜以求”关注的目标。
而正如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说：
考试的功能只有从选拔转为评价，
才是真正的改革。所以从目前的情
况看，新一轮“去英语”的中高考改
革，只是步幅不大的渐进式。

与此同时，是不是将高考语文

从150分上调到180分，中考语文由
120分上调至150分，就能有效地化
解很多人一直忧心的“汉语危机”
呢？其实，如此期待，也有将复杂问
题简单化的嫌疑。一方面，在中高
考硬性人才选拔这一本质属性尚未
改变的情况下，即便是语文赋分权
重有所提升，考生们千方百计提升
的分数，如何等同转化为具体到每
个考生的汉语基础能力、实际运用
能力等，仍是绕不过的问题。另一
方面，大而言之的“汉语危机”的纾
解，恐怕并不是简单地提升中高考
语文赋分权重，便能“一站式”解决的
问题。

当然，从实用主义角度考量，此
次北京市推出的去英语、重汉语的
中高考改革，有着提纲挈领的示范
意义。比如其代表了教育界对一直
以来“过度英语”“全民英语”教育犹
未为晚的反思与行动，比如其传递
了教育界力图更优设置人才选拔模
式的信心。但作为事关千千万万年
轻一代前途命运的考试模式改革，
其一，既有的改革当因循慎重而非
草率的思路，比如从报道中可知，在
中高考英语仍是100分赋分的情况
下，能有多少考生敢大胆选择“高一
的时候考到了100 分”“高二高三的
时候就可以不学英语了”？其二，
要想进一步承载起公众对未来人
才选拔模式的理想期待，当前步幅
不大的渐进式改革，恐怕只能是过
渡——如何稳妥而科学地改变中高
考残酷的指挥棒效用，无疑仍需相
关方面审慎思考并给出行动。
□晚报评论员 李记

“去英语”的中高考改革能否承载期待


